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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岸”到“彼岸”：略论基督教文化与 20 世纪中国忏

悔母题小说思想内蕴的演变 

陈伟华、罗逸琳（湖南大学） 

 

摘要：二十世纪以来，基督教文化中的忏悔意识，对以往被认为没有真正意义

上的忏悔文学的中国影响深远。中国忏悔母题小说在时代变迁中不断发生着变

化。在五十年代以前，它是经世致用的“内省式忏悔”；“文革”结束后的七

八十年代，表现为文化创伤遗留的“控诉式忏悔”；九十年代以来，逐渐走向

叩问灵魂的“自觉式忏悔”。从中国忏悔母题小说思想内蕴的演变中，可以看

出其重心逐渐转移到对人内心世界的探求上来，对于人性的思考也越来越深入。 

關鍵詞：基督教文化；忏悔母题；中国小说 

 

 

文学界在探讨忏悔意识与中国文学时，几乎都有着一种普遍的“共识”，认

为中国没有真正表现忏悔思想内蕴的文学。刘再复，林岗认为“在没有原罪意识

大背景下，中国士大夫没有罪观念，而表现在文学史，便缺少罪感文学，缺少

面对良知叩问灵魂和审判灵魂的文学。” [1]他们指出中国文学缺乏向灵魂叩问、

直面自身的深度，因而也就不够深刻。李建军则从中国正统文化中的“遂事不谏，

 
＊基金项目：2019 年度湖南省优质研究生教学平台项目（湘教通〔2019〕370 号）。 

[1] 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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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不咎 ”思想探源，认为这种思想造就了中国人“缺乏成熟的忏悔伦理和自觉

的忏悔习惯 。”[1]的确，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儒家文化传统传达的是一种乐观向上

的态度，这种积极入世的思想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使其对于人性之

恶的反思不够深入，始终缺乏对于灵魂深处的叩问。自 20 世纪以来，基督教文

化中的忏悔母题进入中国小说叙事，带来了新的文化资源和思想源泉，使中国

文学的发展更往内、往深处走，更多地表现灵魂的深度。 

据《圣经》，基督教的忏悔意识来源于基督教神学中的文化典故。人类的

始祖亚当与夏娃没有守住对上帝的承诺，在邪恶狡猾的蛇的诱惑下偷食了禁果，

犯下了背叛上帝的原罪。因此人类要想得到救赎就必须要相信上帝的旨意，时

时忏悔和认罪以求得到上帝的恩典。这一典故演化为了基督教中的仪式——向

上帝祷告。只要人们相信上帝的存在，向上帝坦诚自己的过错，人人都可被宽

恕。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忏悔一词来源于拉丁词词语——confession，意思是

承认[2]。因此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之中，忏悔一词更侧重于人们发现自我过错后，

对内心罪恶的诉说和灵魂的拷问。基督教文化为中国文学带来了与神学方面相

关的形而上的思考，是对中国文学中缺乏灵魂叩问的弊病的“反拨”。有关人的

存在的思考、生命终极意义的探究等这些深刻的主题，随着中国作家对基督教

文化的不断深入理解，在中国小说中得到越来越充分的阐发。 

 

一、五十年代以前：经世致用的“内省式忏悔” 

 
[1] 李建军.忏悔伦理与精神复活——论忏悔叙事的几种模式[J].小说评论,2006(06):10-16. 

[2] 参见杨金文.忏悔观念与中国文化之悔过精神[J]现代哲学,2007(06):128-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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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并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论语·颜渊》

中提到，“内省不疚， 夫何忧何惧？”[1]真正的君子应该是内心光明澄澈而无愧

于心。要做到无愧于心，人们应当“吾日三省吾身”而达到“见贤思齐”的境界。

但是儒家文化中强调的通过人自身的不断内省完善个人道德修养，是为了使个

人符合他人眼中的道德标准和现世的道德规范，从而实现“家国天下”的社会抱

负。儒家文化中对自我进行反省的评价标准来源于与他者和社会，最终表现出

的是一种积极入世的“乐感文化”，因而也缺乏对灵魂深处的叩问。也正因如此，

儒家伦理体系下的中国人往往以世俗责任作为自己的道德准则。这一心理表现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则体现为重在发挥文学的经世致用之功能。中国文学自古

以来就承担着“明道”的责任。因而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哪怕有悔过、谴责的思想，

最终也是从社会需求出发，并不会对自我人性中的弱点进行谴责。 

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压下的现代中国社会，基督教文化中忏悔意识的引入

对于反思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有着很大的帮助。因此，文学家和思想家开始从基

督教文化中寻找合理成分用以社会启蒙。梁启超的《说悔》[2]强调“悔”能战胜

旧习，洗去旧社会的污浊，是君子进步的原动力。陈独秀在《基督教与中国人》

[3]一文中说要学习耶稣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感情，将中国人从堕落黑暗的深渊

中救起，肯定了基督教在对于人格的归正与塑造。从这些文学家的言论中可以

看到，现代文学呼唤着忏悔意识。 

现代忏悔母题小说中出现了形象上十分相似的一类主人公——忏悔着的“零

余者”。忏悔着的“零余者”这一类人物形象，在以往的中国古代小说中不曾出现

过，这与基督教文化对作家的影响密切相关。《圣经》中，上帝对亚当、夏娃

 
[1] (春秋)孔丘.论语 颜渊篇第十二[M].杨伯峻,杨逢彬注译,长沙:岳麓书社, 2000:108. 

[2] 梁启超.说悔[M].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36:75-79. 

[3] 陈独秀.基督教与青年人[J].新青年,1920(03):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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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食禁果的最大惩罚就是要人类经历生老病死，男人需要拼命劳作得以生存，

女人则忍受生育的痛苦。“可杀亦可生，可伤亦可愈。”（《申命记》3、2）人

的生死都是上帝冥冥之中的天意，只有信仰上帝才能得到救赎。因此“忏悔者”

在身心上所要经历的磨难，正是由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原罪导致的。郁达夫小说

《迷羊》讲述了因为患病身体十分虚弱的王介成，在邂逅了名伶谢月英之后，

展开了疯狂的恋爱，但却在纸醉金迷的生活中一步步走向沉沦。最后王介成认

识到了自己的堕落，在传教士的引领下写下了这篇忏悔录，小说的主题便是主

人公心灵的忏悔史。主角王介成，一出场就患有脑病，小说中一遍遍强调王介

成身体健康的缺失，甚至连谢月英最后离开留给他的信中也说道：“我觉得近来

你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了，所以决定和你分开。”[1]王介成在谢月英的身上肆无

忌惮地放纵着肉欲，希望用性能力来证明他生命力的强壮，但是一次次无节制

的放纵反而使得他的身体状况更加恶化。经受着身体疾病的折磨，身体的放纵

并不能使他们精神上的得到解脱。在长时间的疾病的折磨下，他们的意志力变

得薄弱、情感上感到空虚，并逐渐衍化为一种独特的生命经验，这便是“疾病的

隐喻”[2] 。他们是由于自制力的萎弱导致了非理性情感的泛滥，要想得到解脱，

唯一的途径便是向上帝为自己的过错进行深刻而又沉重的忏悔，以求得宽恕。

另一方面，隐喻层面的疾病往往与丑陋、丑恶、羞耻、残缺、污秽等相联系，

精神上的空虚和放纵，在身体上则表现出残缺的形态。 

在其宗教文化元素的背后，对于“疾病的隐喻”其实也包含着“吃人的社会”

对他们身心的摧残的深意。他们忏悔着自己犯下的过错，但是其罪过又是由于

社会的黑暗所导致的，因而在审视着自我灵魂的同时，他们往往将其罪过归结

 
[1] 郁达夫.沉沦 迷羊[M].刘佳主编,九州图书出版社, 1995:88. 

[2] (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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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正是因为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在旧的封建社会下人的个性解放无法

真正得到实现，主人公的忏悔与赎罪也无法改变世道的不古。“我”之所以会产

生迷茫和飘零的情绪从而一步步走向堕落，是由于黑暗腐败的国家让“我”犹如

浮萍，漂泊无依。但是基督教文化此时在中国的传播还宛如新生的幼苗，与中

国文学的融合还不够好。虽然中国现代作家已经开始将眼光转向人的内心世界，

但是探究这些小说的主题，还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文以载道”的基础

上，带有浓厚的社会功用意味。 

忏悔是基督教徒必不可少的仪式，这种与上帝之间的对话是完全私人的、

秘密的，人们正是通过这种自我心灵的拷问实现灵魂救赎。中国古代小说大多

由于有着史传传统，大多都是“为他人立言”的他传。但是当“忏悔母题”进入中

国小说叙述之后，小说的叙述视角由外部转向内部，人物刻画的着力点放到了

心理描写上来。叶灵凤的《未完的忏悔录》以“我”和韩斐君的重遇展开情节。

因为“我”是一个文学家，所以韩斐君认为“我”能理解他内心深处细微的感情，

因此和“我”交流这几年来的遭遇和经历，暂释自己的重负。而“我”对韩斐君过

去的了解都是通过他的日记展开的。韩斐君的日记里，记录了他与歌舞明星陈

艳珠的情感纠缠以及自己内心深处的挣扎和痛苦。包含日记体形式的忏悔母题

小说还有沈从文的《篁君日记》、庐隐的《丽石的日记》等。这些小说情感真

切，思想深刻，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些有着日记体、书信体元素的

小说中，叙事视角不再是对故事进行全知全能的叙述，而是转变为向亲切可信

的内视角。这些小说叙事上的改变，显然都和基督教文化的传入有着密切关联。 

但是思想中始终涌动着儒家传统文化中“文以载道”之精神，具有“启民智”、

“开风化”之社会责任感的现代作家而言，对基督教文化形式上的使用还有着社

会效用方面的考量。这时候的中国忏悔母题小说对于人物内心的剖析更多的是

追求作家与读者心灵上的情感交流，实现启蒙之作用，呼唤大众自由平等之人

格的觉醒。书信体和日记体使用第一人称，善于表达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情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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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活动，便于与读者交流，可以起到很好的“启蒙”效果。小说《丽石的日记》

里，丽石与沅青的同性恋爱不为世俗所认可。最终沅青迫于外界的压力与家里

为其介绍的对象结婚，丽石则为心病所困扰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保守封建的社

会不仅压迫着丽石，也侵蚀着她身边的青年们，曾经志趣高尚的欣于作了某党

派的走狗，许多女同学因为结婚后为家事所累，丧缺了理想。“上帝真是太刻薄

了！我只求精神上一点的安慰，他都拒绝我！”[1]主人公发出这样的感叹其实是

想和读者之间传递这样一种信息，即她的苦难不是自身的精神忏悔就可以解决

的，问题最终指向的是现世世界的不合理的秩序。 

从这一时期的忏悔母题小说中，已经可以窥见基督教文化中的“忏悔”意识

给中国小说在形式及内容方面带来的变化。忏悔意识为中国小说带来了新的元

素与活力，使其更关注“人”的变化及发展。但是它对于“自我超越”的意识还不

够强烈，其精神内蕴还是与儒家的“入世”文化一脉相承。这一时期的中国忏悔

母题小说，在叙事模式上受到了较多基督教文化中“忏悔”典故的影响，但其内

核仍然未摆脱现实世界的关注。因此笔者认为，五十年代之前中国文学里的忏

悔母题小说，是带有经世致用功效性的“内省式忏悔”。   

 

二、七八十年代：侧重疗伤的“控诉式忏悔”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中国现代文学之自由风气逐渐被民族问题所取代，

倡导革命文学观的左翼文学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后，中国文学的发展从左

翼文学开始到延安文学再到“十七年”文学，渐渐陷入政治的漩涡中，创作的主

题被简单的二元对立价值观所支配，阶级性和政治性成为文学创作的首要标准，

 
[1] 庐隐.丽石的日记[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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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文学在中国的发展也进入了空白期。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几乎不会触摸到

有关“忏悔”一类的母题。即便是像《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会因为自己的出

身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而感到愧疚，继而产生了深深的忏悔之情。但是

她也是出于其背负的阶级身份这一原罪心理进行忏悔，并不是真正对其内心的

批判和反思。“文革”结束之后的七八十年代，许多知识分子带着精神奴役的创

伤开始了他们的文学创作，他们忏悔自己因时代的压迫说过的违心话、做过的

违心事，控诉那个时代给他们带来的心灵上的创伤。 

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对于“文化创伤”的定义是：“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

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 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抹灭的痕迹， 成为永久的记忆， 

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 文化创伤就发生了。”[1]这里对于“文化

创伤”的界定包含以下几个条件：一是人要在特定的苦难环境下，有过苦痛的经

历；二是这种苦难的记忆是不可磨灭的、深刻的，并且永久地留存在人的回忆

中；三是这种创伤具有不可逆性，会有一群人因受到伤害，影响其个人命运的

发展。“文革”给当时的知识分子带来的伤痛可以说是久久难以忘怀的，给他们

心灵造成了极为严重的苦痛记忆。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此期间遭受了较为严重

的“文化创伤”。由于“文化创伤”的不可逆性，经历过“文革”的知识分子们的心灵

承受了巨大的苦痛，他们的命运也因此被改变。面对无法更替的历史，知识分

子们选择对苦难记忆进行重新建构，将因苦痛和动乱所扭曲的人性展现在世人

面前，在沉重的伤痛中反思历史。作家们或作为受害者用血泪写下自己的受难

经历，向时代发出深沉的追问；或作为曾经的受益者痛心自己的盲目跟随，祈

求得到谅解与救赎。在他们的创作中，都有着深沉而又真诚的忏悔意识，呼唤

着在“文革”中被摧残的人性的早日复归。 

 
[1] 陶东风,周宪主编.文化研究 第 11 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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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厚英的《人啊，人！》讲述的就是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历尽坎坷之后对

“人道主义”和人性进行的反思。在这部以多个人的讲述作为叙事视角的小说里，

每个人对于“文革”时期记忆和感悟都是不同的。在他们各自的叙述中也存在着

不同声部的声音，展示着自我内心深处的痛苦和挣扎。也正是在这种多声部的

“复调性”[1 ]叙述中，主人公们对自我灵魂的谴责和对时代的控诉等多种复杂的

情感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侧重疗伤的“控诉式忏悔”。 

在小说中，每个人的忏悔既出于良心责任上的不安，又来源于世俗责任赋

予他们道德上的压力。孙悦是此书的女主角，与书中的何荆夫、赵振环和许恒

忠都有着情感纠葛。她的心中一直爱着何荆夫，但是当他们再次重逢的时候，

“双方的语调都是冰冷的，带有挑战的意味。”[2 ]孙悦不敢跨越他们之间的界限，

这不仅仅是因为在那场劫难中，曾站在自己的领导奚流这边批判过他，更因为

在她与何荆夫、赵振环三人的感情中，没有早早认识到自己对何荆夫的爱情，

不愿承担朝秦暮楚的罪名。在何荆夫成为“右派”之后，“更不愿意给自己的历史

增添‘政治的污点’了。”[3 ]在孙悦的心中始终有着良心上对何荆夫的负疚感，这

种负疚感的根源又来自于世俗的压力。她不知道以何种方式来弥补何荆夫，所

以只能选择对自我内心进行懊悔和责怪。孙悦身上的道德上的压力也是那个时

代所特定的标准，“政治污点”、“思想正确”等标杆是她身上背负的沉重的十字

架，因此她也控诉那个不合理的时代压抑了人的天性和自由。 

小说中的主人公们一面忏悔自己的罪过，一面向历史追责。受害者们想要

找回曾经丢失的自尊和自信，施害者则想通过获得别人的谅解得到解脱。于是

 
[1] 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指在小说中“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

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详见(苏)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复调小说理论[M].白春仁,顾亚铃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29. 

[2] 戴厚英.人啊,人[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36. 

[3] 戴厚英.人啊,人[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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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何荆夫一样被错划为“右派”，遭受了时代不公的待遇的受害者发出“可惜我对

历史负责，历史却不对我负责”的呼号。孙悦本来怀有对何荆夫的好感，并且认

为他的思想十分正确。但是当时对历史的任意剪裁和歪曲的不良风气使得人的

意志也随之动摇，由于对奚流的盲目跟随，孙悦伤害了何荆夫。在新的生活里，

她努力拾起自己沦丧的道德和正义，并勇敢地与何荆夫结合了。赵振环之于孙

悦而言是施害者。在孙悦遭受批斗处境艰难之时，他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她。而

当岁月流逝，他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对孙悦的亏欠，希望通过与孙悦复婚来得到

她的宽恕。小说中的主人公们谴责那段混乱无序的历史、控诉时代对他们的不

公，但也企图寻找赎罪的对象，用以减缓自己内心深处的罪恶感，因此他们的

忏悔是不彻底的。 

 小说最后，孙悦给赵振环的信中说，何荆夫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

一书的出版有了一些眉目，他们“失去了应该失去的，找回了应该找回的。”[1 ]

人道主义的重新复归，预示着人们在遍体鳞伤的现实之后重新拾起了丢失的自

我。但是书中的人道主义仍然没有超脱出阶级话语外，因为它的诞生本身就是

时代的产物，是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为了逃离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作的尝试。但

对于更深层的人性的自由和人性之恶的反思却没有涉及。正如何荆夫在小说中

所言，“相信总有一天，党会来纠正这个错误，奚流也会承认自己的错误。”[2 ]

他所等待的，还是时代和历史欠他的一个公正的评价。因此整部小说还是在在

意识形态的范围内去探讨人应如何得到解放，人的本体性仍未完全回归。 

还有像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灵与肉》等小说，从题名上就

显示出与基督教文化的联系，主人公章永麟在“文革”期间放弃了自己作为一个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清高与追求，在痛苦的历程中不断反思。也正是在这种带

 
[1] 戴厚英.人啊,人[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350. 

[2] 戴厚英.人啊,人[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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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代和阶级色彩、并未超越世俗范畴的忏悔中，饱含了作者对于极左思想影

响下引起的政治运动的批判之意。在这一时期的“人”的定义始终是以社会性为

首要属性的，对于“人道主义”的呼唤也离不开对那个荒唐的年代的批判。他们

虽然在文本中表露出了深沉而又真诚的自我忏悔意识，但是背负的罪责是时代

和社会强加于人的，所以他们的忏悔实际上也是在控诉那个荒唐的时代。在时

代“文化创伤”的记忆建构之下，“文革”后的“控诉式忏悔”既有出于良心责任上的

自我忏悔，又有着对于时代的控诉，但始终没有超脱于“此岸”。 

可以看出，中国小说中的忏悔母题书写由于时代的原因从一开始就背负着

文化创伤的烙印，带有着特定时期遗留的伤痛印记。基督教文化中由原罪、忏

悔等元素而形成的是包含着“爱”的哲学，这也是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来源。在

浓厚的感伤氛围下，人们开始对人性本身进行一种形而上的探求，呼唤个体的

自由与平等，认识到承认人性、人情及人道主义的合理性是成为人获得解放的

首要条件。 

这一时期中国小说的忏悔母题书写，蕴含着基督教文化语境中对人性的关

注。正因为他们承认人性之恶的存在，因此对其自身之罪进行了真诚的忏悔。

但是由于“文化创伤”记忆所带来的痛苦一时难以消除，所以在他们的文中始终

有着“追罪”的执着。作家们倾向于像卢梭的《忏悔录》中那样“把一个人的真实

面目赤裸裸地暴露在世人面前”[1]，将自己的罪和过错毫无保留的呈现出来。一

方面，“控诉式忏悔”小说中都有着深沉的罪感，是真实的自我展现，有着向世

人宣告“我有错”的真诚和勇气。另一方面，虽然“我犯了错”，但是错不在我，

历史和时代也要对我负责，对于罪责的追问还是会回到对时代的控诉中。 

 

 
[1] 卢梭.《忏悔录》第一部[M].黎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BBD&filename=0000000000054801&v=MTMwMzBFOWZidm5LcmlmWmVadkZ5bmxVTHpLSkZ3WFZWMjdIck80SHRITXI0OUFZT01QRFJNOHp4VVNtRGQ5U0g3bjN4&uid=WEEvREcwSlJHSldRa1FhcTdnTnhXM3ZLV2hITXBQaWF4ek9UNnRBQnFJcz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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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十年代以来：叩问灵魂的“自觉式忏悔” 

 

九十年代之初，市场经济的浪潮对社会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欲望泛滥的社

会里，人文精神开始走向失落。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知识分子们展开了

一场文化领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文学家们开始重新深入挖掘人类精神世界，

注重对作为主体的人的深刻反思。因此直至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忏悔母题小说

中出现了“自觉式忏悔”，从人的灵魂深处挖掘忏悔意识在人文精神方面的深度，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式基督精神的忏悔母题书写。基督教文化精神中的“忏悔”

建构在人与上帝的关系之上，是因为“人错误地应用自由意志而导致的对上帝所

创造的良善本性的败坏。”[1]它是人对自己罪责的主动承担，是完全从自身内心

出发的。这一时期的忏悔母题小说带有“神性书写”的色彩，不注重对罪恶的追

根溯源而是在于发现人性之恶，侧重于认识到自己的罪恶之后迷途知返的过程，

所以它是人性真正的自我发现和自我解放。 

北村自九十年代公开信仰了基督教之后就转向了“神性书写”，他的多部小

说中都有涉及到基督教元素。其长篇小说《施洗的河》中，主人公刘浪一出生

就带有原罪色彩。因缘巧合之下，游手好闲的刘成业看上了正在菜地耕作的陈

阿娇，于是就在混合着菜叶和肥料的臭气冲天的环境里，“陈阿娇被彻底征服

了。”[2]刘浪一出生就被刘成业所厌恶，因为他是臭菜地这样一个污秽、阴暗的

环境下产生的，是人的兽性战胜了理性造成的后果。这与基督教中亚当和夏娃

因为没有压抑自己的欲望，使人性之恶被激发出来从而背弃了上帝的行为，有

 
[1] 王鹰.基督徒与佛教的“罪”与“救赎”——明清天主教徒的“和儒易佛”与艾香德的“以佛释耶”[J].基督宗教研

究,2016(02):222-235. 

[2] 北村.施洗的河[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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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极大的相似之处。这种欲望的泛滥不由外在环境引起，也不受权力话语所支

配，它纯粹来源于人的非理性情感。而且这种与生俱来的原罪是无法消除的，

它是人类所共同犯下的过错，全体人类世世代代都背负着它，需要时刻谨记罪

过并进行真诚地忏悔。刘浪的一生也是流浪的一生。他出生起就带有人性之恶

的印记，因而他从小就带着“懦弱的惶恐神情”，对谁都少言寡语，就像是一个

被掏空的“空壳子”，懦弱而无力。然而此时的刘浪还不能意识到身上背负的原

罪，经历了漫长的认知过后，他才开始自我的赎罪之旅。 

小说虽然是围绕着成年之后的刘浪与马大这两股势力在樟坂的斗争为线索

展开，但是作者并不着眼于描绘这二人之间的纠葛，而是将重点用于书写刘浪

的心理斗争。刘浪不断地犯罪，只是为了掩饰其内心的空虚。他掌握了万贯家

财成为一方霸主，杀人如麻连自己的父亲和弟弟也不放过，并且企图在情欲上

找到征服感。但是这些物质上的满足感无法代替他精神上的匮乏。神圣存在的

缺席，恰好是人心颓丧所构成的危机篇章。最终刘浪意识到他痛苦的根源在于

信仰的缺失。刘浪的精神世界与现世世界脱轨了，这是存在意义上的痛苦。因

而他对“我是谁”、“我为何要活着”、“我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展开了终极追问。

这些问题已经上升到了宗教层面对于“人”之自然属性的定义，因此现世世界无

法拯救他，他必须要去“彼岸”世界寻求答案。“主呵，我现在明白你是多爱我，

让我能开心中灵的眼！”[1]刘浪的一生就是从堕落到走向救赎的过程，在他最绝

望的时刻，是基督教里的神拯救了他。但他终究是幸运的，找到了自己的精神

皈依之处并实现了自我救赎。“他那里有公义、良善和救赎”[2]，在基督的指引

下，刘浪认识到自己的罪恶并进行了深刻的忏悔，迷途的羔羊终于知返。 

《施洗的河》其题名本身就带有着洗刷罪恶的深意。洗礼是基督徒成为教

 
[1] 北村.施洗的河[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249. 

[2] 北村.施洗的河[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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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员的必要仪式。在《新约》中，约翰曾用约旦河的水给耶稣洗去身上的俗

气，洗礼不仅能洗去污浊，还能帮助人们重获新生。因此“施洗的河”也就具有

了基督教文化意义上的“原型”意味。弗莱认为《圣经》的叙事呈现出“U 型结构”，

也就是说“背叛之后是落入灾难与奴役，随之是悔悟，然后通过解救又上升到差

不多相当于上一次开始下降时的高度”[1]，在整个《圣经》的叙事中都存在着这

样一种由创世到堕落，而后又通过不断忏悔重新得到上帝指引的过程。《施洗

的河》里刘浪的一生的起伏就与《圣经》里的“U 型结构”模式相同，都是使人

的命运先下降后上升，最后在宗教的指引下得以升华。由此可见，《施洗的河》

里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忏悔模式”：原罪—知罪—归罪—赎罪。 

北村的另一部小说《愤怒》里，主人公李百义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的不

公与现实的罪恶后，先是选择了以暴抗暴的报复心理去对抗黑暗的世界，后来

受基督教义感化，选择用善良去化解仇恨以获得心灵的救赎。施炜的《叛教者》

展示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批基督教徒的宗教信仰与政治、经济、文化之间

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虽然几位主人公在时代的裹挟中曾一度失去了最初的信

仰，但是从未停止对自我的忏悔与反思。在不断的自我斗争中，他们最终还是

选择坦诚的面对自己的罪过，在上帝的引领下走向救赎之路，重新回归纯净的

心灵家园。徐则臣的《耶路撒冷》中，讲述了初平阳为了筹集去“耶路撒冷”求

学的学费而经历的种种事件。小说中，“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具有“彼岸”的象征

意味，而“到世界去”的这一行为，昭示着书中的人物从“此岸”走向“彼岸”的自我

赎罪之旅。在这一旅途中，“忏悔”就成了沟通两个世界的桥梁。正是在这样一

个完整的忏悔过程中，人们在精神层面得到了解脱。挖掘九十年代之后的忏悔

母题小说的思想内蕴，可以看出这些作品是想告诉读者，在纷繁复杂的社会里，

 
[1] (加)诺思洛普·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M].郝振益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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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信仰之光可以照亮人们无处安放的灵魂。 

在这些小说的书写中，可以发现九十年代之后的中国忏悔母题小说走向了

一种更为自觉的忏悔意识的书写。现代忏悔母题小说由于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

并未放弃对现实的观照，因而其主人公总是未能走向救赎；“文革”后的忏悔母

题小说着实是从人的灵魂层面进行了深刻的忏悔，但却无法避免时代的影响，

仍然带有意识形态的镣铐；而九十年代之后的忏悔母题小说超越世俗对人的精

神世界进行全方位观照，试图为生活在现代社会逐渐被异化的人性找寻可以被

救赎的途径，真正实现了对人的灵魂的叩问。 

母题是一个故事内容叙事当中的最小单位，既是对情节的抽象概括，又是

主题的重要组成单元。一方面，基督教中的忏悔文化为中国小说带来了新的叙

述空间，形成了特定的叙述模式；另一方面，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忏悔母

题”的书写在中国具有了外延内涵上的张力。基督教文化中忏悔意识的传入不仅

为中国小说弥补了缺乏“忏悔母题”的状况，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忏悔”意

识在不断深化中实现了中国化的重新建构。由于时代观念的不断更迭和社会环

境的变化，作家对于忏悔的文化内蕴的理解也更加深入，忏悔母题小说的书写

也趋于完善和成熟。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忏悔母题小说完成了由“自省式忏悔”、

“控诉式忏悔”到“自觉式忏悔”的演变，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忏悔”模式：原罪—知

罪—归罪—赎罪。在“自觉式忏悔”的小说中，实现了对于“此岸”世界的超越，

是具有形而上意义的人性的新生和对灵魂的拯救。 

 

结语 

 

基督教文化中的忏悔意识为中国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文化源泉，带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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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说叙事模式和思想主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忏悔母题小说。忏悔意识给中

国文学带来的影响却不仅仅止于小说的结构层和功能层。文学究其根本还是“人

学”，以人的描写为中心，揭示出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共同的东西。在物质文明越

来越发达而人的精神世界却愈加匮乏的当代社会，基督教中对于人性的终极关

怀使文学更加关注人类精神世界。荣格曾说：“人类最大的敌人不在于饥荒、地

震、病菌或癌症，而是在于人类自身”[1]，因此对于自我灵魂的拯救必须要认识

到人自身的所共有的弱点，而忏悔意识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向自我拷问的路径。

忏悔意识中对于心灵的拷问、对于自我的审视，让人能够自发的超越自我、完

善自我。因此在精神向度上，忏悔意识为中国小说带来了丰富而又深刻的文化

意蕴。 

“忏悔母题”在中国不断演化的过程，不仅表现出“忏悔母题”本身的丰富性

和复杂性，也使中国作家在对忏悔意识的运用中，对人性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

考。从中国现代小说中忏悔意识的萌芽，到七八十年代对人性进一步深入的思

考，再到九十年代后“神性书写”与忏悔意识的有机结合，小说的主题逐渐由“忏

悔的人”走向“人的忏悔”，实现了由局部性的忏悔到对人类的普遍局限进行反思

的思想深化。这种具有普适意义的人性反思，在物质文明盛行的当下，使文学

能直击灵魂深处，让人的心灵在迷茫的时代里能够有所依托。 

 

 

 

 

 

 
[1] (瑞士)荣格,黄奇铭译.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M].工人出版社,198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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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Since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consciousness of confession in 

Christian culture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China, which was previously 

considered to have no real sense of confession literature. Chinese confession motif 

novels are constantly changing in the changing times. Before the 1950s, it was the 

"introspective confession" applied to the world; in the 1970s and 1980s after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t appeared as "complaint confession" left over 

from cultural trauma; since the 1990s, it gradually moved Ask the soul for 

"conscious remorse." From the evolution of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of the 

Chinese penitent motif novel, it can be seen that its focus has gradually shifted t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human inner world, and the thinking about human nature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n-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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